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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叙事的认知错位

———基于观众数据的 《无名之辈》 研究

王娅姝　 王宜文

摘　 要： 文艺理论密切关注叙事作品及其接受间的关系， 并试图厘清二者间是否存在一致对应性。 霍

尔等人认为， 观众的解读行为使叙事文本的固定意义逐渐松动。 文章选取 ２０１８ 年重点影片 《无名之辈》，

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 获取到观众对影片的具体接受数据。 文本建构层面， 影片通过多线叙事， 形成了小

人物的命运侧写， 透露出底层叙事底色。 然而在接受层面， 数据发现， 影片事实上并未获得底层观众的认

可， 反而是触动了高学历、 高薪、 年轻的观众群体。 根据这一问题， 文章分析、 讨论了 《无名之辈》 在文

本表达与接受认知上的错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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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本生产与观众解读

斯图亚特·霍尔在其著名的文章 《制码与解码》 中， 强调了大众媒体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 在霍

尔看来， 以往依靠单向传播、 被主流意识形态所结构进而仅有固定意义的文本已逐渐消失； 曾被文本

“询唤”、 默认自身主体位置的观众， 也不再居于被动， 而是逐渐生成自主、 多样的解读。
霍尔将观众的解读划分为三种， 分别是 “主流解读” “协商解读” 和 “对抗解读”。［１］ 面对大众媒

体文本， 主动解读的观众默许主流意识形态及其生产出的主体性， 对文本内容自觉深度认同； 采取协

商解读的观众部分认同文本的意识形态， 但会倾向于排斥同自身状况相异的部分； 采取对抗解读的观

众， 则以激进和逆反的姿态拒绝文本， 形成有自主立场的、 对位的解读。 霍尔的理论， 实质是从接受

的角度， 扭转了 “文本———受众” 的权力关系， 强调了新的历史阶段下， 解读行为对作品整体意义的

重大影响。
类似观点在接受美学理论与当今的电影认知主义理论中亦有体现。 接受理论认为， 在未与读者发

生关系时， 创作者创作出的内容只能被称为 “文本”， 而只有当与读者构成对象性的关系、 融合了审美

主体的经验、 情感与艺术趣味之后， 该内容才能被称为 “作品”。 “文本” 与 “作品” 之间的差异也揭

示出， 在创作者的设计同接受者的解读之间， 似乎并不存在先天的、 必要的对应性。
以叙事文本的角色塑造与观众对角色的情感认同为例， 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 Ｗ·伊泽尔就将叙事

文本视为开放的召唤结构， 它的开放性决定了其中主体位置和解读方式的多元。 伊泽尔还认为， 叙事

文本描绘的现象与现实中的客体之间绝不存在确切的关联， 也没有完全一致的对应。 电影认知主义研

究者诺埃尔·卡罗尔在其相关论述中也称， 所谓 “角色认同” 的观点并无助于理解观众与虚构电影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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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产生的情感契合， 因为在许多情形下， 观众的情感并非角色情感的翻版。［２］ 卡尔·普兰廷格在 《叙事

电影中的艺术情绪与人的情绪》 一文中， 通过分析情感与情绪、 艺术情绪与人的情绪的差异， 阐明了

影片展现的情感同观众观影时产生的情感之间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 观看一部主角感受到悲伤的电影

时， 观众不必然会感受到悲伤。
　 　 大体上， 当代多数理论研究试图将作品自身的意义空间同 “作品———观众” 的意义互动空间进行

区分， 重视观众对叙事作品情感代入、 价值认同背后的复杂原因， 而不仅仅将故事同现实进行简单化

的对等。
因此， 当我们讨论一部与现实相关联的作品时， 也应涉入更深层次， 从 “现实是怎样的” 过渡到

“现实如何被塑造” 以及 “这种塑造如何被理解” 之中， 尝试探讨叙事作品对现实世界的编码， 以及这

种编码的接受效果。 另一方面， 随着当代研究方法的逐步更新， 借助对受众数据的采集与分析， 特定

的叙事文本也势必会产生多重意义， 为研究提出新的问题， 发现新的答案， 这是本文写作时的基本理

论前提和出发点。

二、 《无名之辈》 的文本与观众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一个相对惨淡的档期里， 一部定位于荒诞喜剧、 立足现实范畴的国产电影 《无名之

辈》 低调推出， 首日票房仅 ９００ 余万。 但最终， 该片奇迹般地以口碑为驱动力， 实现了近 ８ 亿的总票

房， 击败了同期的进口大片 《神奇动物： 格林沃德之罪》， 成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被电影学界持续讨论

的 “年度黑马”。
在学界的热议声中， 居于主声部的论调倾向于认为， 《无名之辈》 的成功， 是小人物在银幕世界的

胜利， 也是国产电影现实主义复苏的整体环境下， 某种底层或边缘叙事的共情力勃发。 张颐武认为，
影片通过展现小人物的脆弱与感伤， 重新发现了一种来自于生命本身的脆弱所聚集的力量。［３］ 周星则强

调， 《无名之辈》 生动真实地描绘出底层小人物的精神世界， 无论是在情节结构上分叙而归总的技巧，
还是对于好人坏人的独特处理， 都超越了简单概念的认知表述。［４］ 导演饶晓志本人在一次访谈中也曾谈

到， 对人物的刻画着意采用了平视的视角， 注重真实的刻画， 因此他认为， 对于小镇青年或是从三四

线城市到北上广等大城市打拼的人来说， 《无名之辈》 会更容易得到他们的共鸣。［５］

上述讨论， 使 《无名之辈》 成为了一个恰当的研究文本， 在对这一文本的判断和描述中， 存在着

清晰可辨的对等逻辑， 即认为现实中的底层观众， 会自动将主观情感嵌入影片所描绘的底层形象及相

关事件中， 形成现实与文本的镜像类比。 事实是否如此？ 或者说， 霍尔等人的文本接受理论， 会在

《无名之辈》 的个案上出现错漏？
在这些问题基础上， 本文从实证角度入手， 立足于互联网调研数据， 建立起 《无名之辈》 观众的

特征画像， 深入研究该片观众的具体构成及内部差异， 试图发现观众对影片的总体态度， 并厘清 《无

名之辈》 的意义建构同接受效果间的深层关系。
本文相关数据源自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发布的 《２０１８ 中国热门影视社会观察报告》。［６］ 该

报告引入赖利夫妇的社会系统理论框架， 将影视作品的传播视为一个综合的系统过程， 而观众则是这

个系统的组成部分。 报告从国家、 社会、 个人三个维度， 分别勘察了观众在这三个维度内的具体态度

及行为， 并将观众对影视作品的偏好同这三个部分的数据进行结合分析。 报告通过 “极数云” 调研网

络平台采集数据， 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至 ２４ 日间， 发放互联网问卷， 最终共回收了 ４６５３ 份有效样本，
其中男性 ２４７５ 人， 占 ５３􀆰 ２％， 女性 ２１７８ 人， 占 ４６􀆰 ８％。 被调查者的年龄以 ２６—３５ 岁为主， 占到

４２􀆰 ４％， １８—２５ 岁其次， 占 ３２􀆰 ６％， ５６ 岁以上的人最少， 占约 １％。 本文从中提取了与电影 《无名之

辈》 相关的有效个案， 共计 ２７２９ 个， 以下为详细情况。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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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赖利夫妇的传播结构模式

首先， 在学历、 婚姻、 性别、 区域和年龄这五个人口统计学指标中， 经统计软件分析， 如表一所

示， 仅有学历这一指标同观众对 《无名之辈》 的评分之间形成了显著的相关性。
表一　 《无名之辈》 五个人口统计学指标的统计学显著性

系数ａ①

模型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Ｂ 标准错误 Ｂｅｔａ
ｔ 显著性

１

（常量） ３􀆰 ０６０ 􀆰 １３６ ２２􀆰 ４３４ 􀆰 ０００

性别 －􀆰 ０２９ 􀆰 ０４３ －􀆰 ０１３ －􀆰 ６７１ 􀆰 ５０２

区域 􀆰 ０２２ 􀆰 ０１５ 􀆰 ０２８ １􀆰 ４０３ 􀆰 １６１

婚姻 􀆰 ０２５ 􀆰 ０５２ 􀆰 ０１１ 􀆰 ４８３ 􀆰 ６２９

年龄 －􀆰 ０４３ 􀆰 ０２８ －􀆰 ０３５ －１􀆰 ５３３ 􀆰 １２５

学历 􀆰 １１２ 􀆰 ０２２ 􀆰 １０２ ５􀆰 ０３０ 􀆰 ０００

　 　 如图二所示， 拥有越高学历的观众， 越倾向于对 《无名之辈》 给出高分。 拥有双学位、 硕士或博士学

位的观众， 对影片的评分最高， 而学历在小学或小学以下的观众， 对 《无名之辈》 给出的分数最低。

图二　 《无名之辈》 观众评分与学历

在地域方面， 地级市市区的观众对影片给出了最高的评分， 直辖市市区观众次之， 以农村、 县城和

８６

① ａ􀆰 因变量： 无名之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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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为代表的非市区评分同市区间有一定差异， 但非市区彼此间的评分差异不大； 省会城市市区观众

对影片的评分最低。

图三　 《无名之辈》 观众评分与地域分布

将观众评分同观众的职业构成进行交叉分析， 可生成图四。 如图， 对 《无名之辈》 给出最高评分

的观众主要为企业领导或管理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及个体工商户， 而对影片评分较低的观众， 则为下

岗、 待业或无业人员、 农民或外来民工， 以及离退休人员。

图四　 《无名之辈》 观众评分与职业分布

结合上述人口统计学指标， 可初步勾勒出 《无名之辈》 观众内部的第一重差异化构成， 即： 居住

在市区、 拥有高学历、 占据社会主流地位的观众， 倾向于对影片给出高评价； 而居住在城市之外、 学

历较低、 处于社会边缘位置的观众， 相对不认同影片的价值和主题。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与导演饶晓志

及学界所预设的观众接受构成， 恰好是相悖的。
银幕世界内， 《无名之辈》 着力构筑和展现以 “眼镜” “大头”、 马先勇等为代表的边缘与底层人

的喜怒哀乐， 强调他们对尊严的渴望， 对未来的憧憬； 而在银幕之外， 生活中真正的 “无名之辈” 们，
却并不认同影片的叙事价值。 这一数据所展现出的问题， 构成了某种底层叙事中内容设计与认知效果

间的错位现象， 也佐证了霍尔等人的理论， 即观众的自主解读同文本建构的意义之间并不存在高度一

致性。 面对接受层面的错位与差异， 需要进行更深入、 具体的探究。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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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会系统下的 《无名之辈》 观众

观众对电影的理解和解读， 既与个体经历和情感结构相关， 也高度关联于其所处的现实环境、 社会

氛围与历史阶段。 据此， 如图五所示， 本次调研也相应设计了国家、 社会和个人三个维度的相关问题，
试图从电影文本外部， 来测量和把握观众对其所处环境的感知、 判断与偏好， 本部分从中选取了 《无

名之辈》 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讨论。

图五　 本此调研所设计的三个维度的测量模型

国家维度， 将观众对 《无名之辈》 的评分同其对国家经济前景、 社会法治等七个方面的态度做回归分

析后， 如表二所示， 观众对社会法治、 社会民主的看法同其对影片的喜好度之间有显著相关性。 其中， 观

众对社会法治的看法同对 《无名之辈》 的评价间呈正相关， 对社会民主的看法同影片的评价间呈负相关。
就是说， 越喜欢 《无名之辈》 的观众， 对社会法治的看法越乐观， 对社会民主的看法则越悲观。

表二　 国家维度同影片喜好度间的相关性分析

系数ａ①

模型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Ｂ 标准错误 Ｂｅｔａ
ｔ 显著性

１

（常量） ２􀆰 ７３６ 􀆰 １４１ １９􀆰 ４６４ 􀆰 ０００

Ｓ８－性别 －􀆰 ０４０ 􀆰 ０４２ －􀆰 ０１８ －􀆰 ９３５ 􀆰 ３５０

Ｓ１０－区域 􀆰 ０２５ 􀆰 ０１５ 􀆰 ０３３ １􀆰 ６２９ 􀆰 １０３

Ｓ１１－婚姻 －􀆰 ０２４ 􀆰 ０５２ －􀆰 ０１０ －􀆰 ４５３ 􀆰 ６５０

Ｓ１２－年龄 －􀆰 ０５６ 􀆰 ０２８ －􀆰 ０４６ －１􀆰 ９９３ 􀆰 ０４６

Ｓ１３－学历 􀆰 ０７８ 􀆰 ０２２ 􀆰 ０７０ ３􀆰 ４５６ 􀆰 ００１

Ｓ７􀆰 １－经济前景方面 􀆰 ０４７ 􀆰 ０３４ 􀆰 ０５１ １􀆰 ３７７ 􀆰 １６９

Ｓ７􀆰 ２－政府清廉方面 􀆰 ０４４ 􀆰 ０３１ 􀆰 ０４６ １􀆰 ４３２ 􀆰 １５２

Ｓ７􀆰 ３－政府政策执行力方面 􀆰 ０４９ 􀆰 ０３３ 􀆰 ０５２ １􀆰 ４５８ 􀆰 １４５

Ｓ７􀆰 ４－社会法治方面 􀆰 ０７９ 􀆰 ０３４ 􀆰 ０８４ ２􀆰 ３４０ 􀆰 ０１９

Ｓ７􀆰 ５－社会民主方面 －􀆰 ０６５ 􀆰 ０３３ －􀆰 ０６９ －１􀆰 ９７７ 􀆰 ０４８

Ｓ７􀆰 ６－社会道德方面 􀆰 ０４１ 􀆰 ０３２ 􀆰 ０４３ １􀆰 ２８４ 􀆰 １９９

Ｓ７􀆰 ７－国防实力方面 －􀆰 ０２１ 􀆰 ０３１ －􀆰 ０２４ －􀆰 ６８２ 􀆰 ４９５

　 　 以上国家层面的数据结果， 可以从影片内容的设计上找到原因。 《无名之辈》 的故事， 表层看似喧

闹， 内部却处于相对有序的情节安排之中， 且从未真正脱离法律框架而产生实质性的僭越。 例如， 重

０７

① ａ􀆰 因变量： Ｓ３􀆰 １０－无名之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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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警力包围下， 主要人物最终在一辆象征秩序和安稳的救护车内相遇； 叙事中， 人民警察的形象亦始

终保有高度存在感， 使故事在 “一切尽在掌控之中” 的逻辑下展开。 这样的设计符合某种相对主流的、
中心化的叙事规则， 以使危险、 冲突所触发的视觉暴力发生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因此， 现实生活中

对国家法治持有乐观态度的观众， 更容易看到影片对秩序、 法律的尊重， 也会对此予以认可。 从另一

方面来说， 《无名之辈》 关注一群身处社会底层、 居于主流之外的小人物的喜怒哀乐， 在其绝对的渺小

和荒诞之下， 也有绝对真实的渴望与可触碰的人性温度。 这些小小的 “无名之辈” 挣扎在城市的缝隙

间， 对 “耍老子” 的愤慨压抑了单纯的想望， 个体生命尊严的议题借此跃出故事平面， 成为了闪耀于

叙事中心的大写主题。 影片本质上是在呼唤对生命价值和人格的尊重， 这一论调毫无疑问隶属于社会

民主层面。 影片中， 人物的行为动机与结局昭示了其尊严的失落， 这便能够解释为什么对社会民主持

悲观消极态度的观众， 更加能够认同 《无名之辈》， 在某种程度上， 影片似乎说出了他们的心声。
在社会维度， 研究从考察观众对诸多社会现象的态度入手， 通过因子分析， 将这些社会现象确定为

四个因子， 分别为弱势群体、 生活环境、 科技与金融、 政策。 如表三所示， 在这四个因子中， 观众对

弱势群体与生活环境话题的关注度同其对 《无名之辈》 的喜好度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且均为正相

关。 就是说， 在生活中越关注弱势群体及生活环境议题的观众， 越倾向于喜欢 《无名之辈》， 对其给出

更正面积极的评价。 影片中， 众多人物的职业身份、 社会及经济地位， 都毫无疑问地表征着弱势群体

的特征， 而他们的生存境况和命运发展， 也与桥城的城市空间高度关联。 因此， 对弱势群体及老百姓

生活的环境抱有高关注度的观众， 更能够对人物进行关注， 产生情感， 从特殊性的叙事文本， 联想到

普遍性的现实生活。
表三　 社会维度同影片喜好度间的相关性分析

系数ａ①

模型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Ｂ 标准错误 Ｂｅｔａ
ｔ 显著性

１

（常量） ２􀆰 ０９６ 􀆰 １５８ １３􀆰 ２６６ 􀆰 ０００

Ｓ８－性别 －􀆰 ０１０ 􀆰 ０４２ －􀆰 ００５ －􀆰 ２３９ 􀆰 ８１１

Ｓ１０－区域 􀆰 ０２１ 􀆰 ０１５ 􀆰 ０２７ １􀆰 ３７９ 􀆰 １６８

Ｓ１１－婚姻 －􀆰 ０３０ 􀆰 ０５２ －􀆰 ０１３ －􀆰 ５８７ 􀆰 ５５８

Ｓ１２－年龄 －􀆰 ０６４ 􀆰 ０２８ －􀆰 ０５２ －２􀆰 ３０４ 􀆰 ０２１

Ｓ１３－学历 􀆰 ０８７ 􀆰 ０２２ 􀆰 ０７９ ３􀆰 ９５５ 􀆰 ０００

弱势群体 􀆰 １１６ 􀆰 ０４３ 􀆰 ０８０ ２􀆰 ７２３ 􀆰 ００７

生活环境 􀆰 １５９ 􀆰 ０３７ 􀆰 １２０ ４􀆰 ３１８ 􀆰 ０００

科技与金融 􀆰 ０５９ 􀆰 ０３７ 􀆰 ０４６ １􀆰 ６０１ 􀆰 １０９

政策 􀆰 ００８ 􀆰 ０４０ 􀆰 ００６ 􀆰 １９４ 􀆰 ８４６

　 　 在个人维度， 研究选择了 ２０ 项个人活动， 测量观众在空闲时间参与这些活动的意愿程度， 包括关

注美食、 网购、 打游戏、 追星、 做公益等。 通过因子分析， 将这些个人活动划入五个共同因子下， 分

别为交往活动、 文化艺术活动、 网络消费活动、 休闲活动和游戏动漫活动。 如表四所示， 观众对交往

活动、 文化艺术活动和网络消费活动的意愿同对 《无名之辈》 的喜好程度之间存在显著性的相关关系。
其中， 越热衷交往活动的观众， 越不喜欢 《无名之辈》， 反之， 越热衷文化艺术和网络消费活动的观

众， 越认可 《无名之辈》。 据此， 我们可以部分程度推测， 喜欢 《无名之辈》 的观众， 是那些热衷于文

化艺术活动， 并在网络上较为活跃的人， 而不喜欢 《无名之辈》 的观众， 则更加热衷于日常的交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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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而对文化艺术、 网络消费等无太大兴趣。

表四　 个人维度同影片喜好度间的相关性分析

系数ａ①

模型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Ｂ 标准错误 Ｂｅｔａ
ｔ 显著性

１

（常量） ２􀆰 ０８１ 􀆰 １６６ １２􀆰 ５４４ 􀆰 ０００

Ｓ８－性别 􀆰 ００５ 􀆰 ０４３ 􀆰 ００２ 􀆰 １０８ 􀆰 ９１４

Ｓ１０－区域 􀆰 ０２０ 􀆰 ０１５ 􀆰 ０２７ １􀆰 ３３３ 􀆰 １８３

Ｓ１１－婚姻 －􀆰 ００７ 􀆰 ０５１ －􀆰 ００３ －􀆰 １３０ 􀆰 ８９７

Ｓ１２－年龄 －􀆰 ０５４ 􀆰 ０２８ －􀆰 ０４４ －１􀆰 ９４６ 􀆰 ０５２

Ｓ１３－学历 􀆰 ０６８ 􀆰 ０２２ 􀆰 ０６２ ３􀆰 ０４７ 􀆰 ００２

交往活动 －􀆰 １２３ 􀆰 ０３１ －􀆰 ０９３ －４􀆰 ０００ 􀆰 ０００

文化艺术活动 􀆰 １３８ 􀆰 ０３３ 􀆰 １０１ ４􀆰 １５７ 􀆰 ０００

网络消费活动 􀆰 ２９２ 􀆰 ０３６ 􀆰 １８１ ８􀆰 １３０ 􀆰 ０００

休闲活动 􀆰 ０２５ 􀆰 ０３４ 􀆰 ０１７ 􀆰 ７２８ 􀆰 ４６７

游戏动漫活动 􀆰 ０１２ 􀆰 ０２６ 􀆰 ０１０ 􀆰 ４５２ 􀆰 ６５１

　 　 至此， 《无名之辈》 观众群体的第二重差异性构成得以显现。 对影片持高度认同态度的观众， 对国

家法治的看法普遍乐观， 对社会民主的看法比较悲观， 更乐于关注弱势群体的相关议题， 日常喜欢文

化艺术活动和网络消费活动。 对影片持否定态度的观众， 对社会民主的态度普遍乐观， 不关注弱势群

体议题， 更热衷于日常的交往活动而不是文化艺术及网络消费活动。
结合人口统计学的相关描述， 本文的核心问题得到突显： 尽管聚焦于边缘人群与小人物， 试图以底

层叙事去触动故事外千千万万的 “无名之辈”， 但影片最终形成的传播效果或内容抵达却在阶层上出现

了较为明显的错位。 就本次调研的数据结果而言， 正是那些高学历、 中高阶层、 居于社会主流的观众

群体， 成为了影片事实上的共鸣者和认同者， 现实中的底层， 在对 《无名之辈》 的回应中， 或是失语，
或是采取了对抗性的解读策略。

四、 结论与分析： 银幕内外的底层身份

若悬置数据揭示出的问题， 单纯从创作的角度考察， 《无名之辈》 毫无疑问是一部优秀的国产影

片。 影片在文本叙事、 演员表演、 场景设计及后期剪辑等各方面， 都体现出了相当优良的质素； 同时，
一部无流量明星、 无大场面、 无宣传噱头的影片， 其成功也标志着当前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 预示着

内容核心时代的到来。
但是， 调研数据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切入点， 那就是银幕内外的底层身份问题。 当底

层元素作为银幕上的视听景观被观看时， 它们实质上体现了什么？ 当其作为电影院内的观看者时， 底

层观众又在观看和期待什么？ 在 《无名之辈》 的认知错位现象背后， 是否存在着某种社会性、 阶层式

的观影认知差异？
首先， 让我们聚焦文本层面。 在中国银幕的底层叙事序列中， 伴随电影体制改革和电影市场的逐步

成熟， 逐渐形成了两种分野性的思路。 一种受上世纪 ９０ 年代肇始的中国独立纪录潮流影响， 发展成为

纪实性、 生活流、 自然化的叙事风格， 以贾樟柯为典型代表。 摄影机维持自然、 写实的姿态， 在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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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中大量加入真实的、 细节性的底层经验。 《小武》 以一个沉默的小偷侧写出市场经济浪潮下传统人

伦体系的瓦解， 《三峡好人》 通过韩三明、 沈红在摄影机前漫长的寻找与失落， 带出生态及社会的巨大

变迁。 《２４ 城记》 则直接将虚构与纪录混合， 雕铸出工厂生态解体中的时代史与个人史。 在这类创作

中， 电影作者和观众的存在感较低， 人物的自然状态高于情节， 突出成为核心元素， 观影类似于观看。
这种具有高度旁观性的观看过程， 使观者自然地贴近银幕所展现的世界， 也更容易认同拍摄对象， 并

将其带入主观认知界域。
《无名之辈》 则更接近于第二种叙事风格， 即类型化的底层叙事， 代表作如宁浩的 “疯狂” 系列，

以及在 ２０１８ 年集中出现的 《我不是药神》 《一出好戏》 等。 这类电影将底层叙事同商业化的市场运作

结合， 在设计故事时将观众的喜恶最大限度地考量在内。 因此， 其作品除了高度的戏剧性、 观赏性之

外， 多数兼具喜剧色彩， 用于对主流观众的笼络和迎合。 在 《无名之辈》 开头， 摩托车飞天、 马先勇

追债以及 “憨贼” 同马嘉旗共处一室等情节， 均有刻意加入的喜剧元素。 饶晓志明确表示， 他希望

“在前几分钟让观众笑一下”， 认为 “喜剧性和严肃性并非不能相容”。［５］（７６） 当眼镜与大头这两个 “憨

贼” 在天台呼喊出彼此真实的名字 （李海根、 胡广生） 时， 这个 “无名之辈” 的 “冠名” 时刻跳出了

喜剧调性， 回归了现实的悲情与沧桑； 但是， 这种 “有笑有泪” 的属性， 却因喜剧先入为主的消费、
赏玩感， 部分消解了人物形象的共情力， 进而拉开了同观众的心理距离。

莱辛在 《汉堡剧评》 中曾对市民剧进行过论述。 他认为， 较之上层人物， 市民阶级更应该成为悲

剧的主角， 而对于喜剧而言， 他们也应当 “从宁静的道德行为里找到一种高尚的娱乐”。［７］ 莱辛认为，
同时作为观看者与被观看者， 市民阶级不应当被描写成喜剧中遭受嘲笑的人物。 这一思路似乎也适用

于对 《无名之辈》 底层形象认同错位的解释。 大头、 眼镜， 作为影片中最具底层色彩的人物， 在前半

部分承担了大量荒诞、 诙谐的戏剧功能。 “搞笑” 意味着戏剧吸引力， 也同时意味着对人物语言、 行

为、 逻辑的猎奇与赏玩。 底层观众在注视着这两个闹出诸多笑话的底层人物时， 自然不会采取主观认

同的方式； 进而， 人物在后半部分面对恶搞新闻所呈现出的屈辱和不堪， 也就难以被底层观众感同身

受。 反倒是与人物处于不同阶层的高薪、 高学历的观众， 能够以陌生化、 非经验的目光去主动理解。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影片选择以贵州方言拍摄， 或有方言自身的喜剧性考量， 或有对方言叙事质感的

看重， 但其客观存在的附加效果从语言层面增强了人物的陌生感， 使得非贵州地区的边缘、 底层观众

更加难以产生代入和认同。
文本层面， 《无名之辈》 的人物设置、 风格定调、 多线叙事等特征标志着它的类型化属性， 类型化

意味着对观众的争取， 也意味着在商业性、 趣味性和消费性的同时， 不可避免地消解掉了部分底层叙

事的真实性。 而就底层形象或叙事的真实性而言， 更高的认同度往往需要更多的细节， 而非 “类” 的

概念。 因为类型化同时也意味着固化， 意味着将银幕的底层形象固定为一些模式化的元素和标志， 如

边缘的社会地位、 拮据的经济状况、 稀缺的既有资源等， 综合目前可见的触及底层叙事的国产类型电

影， 这些元素出现的频率是很高的。 但是， 在银幕之外的真实生活中， 底层恰恰是多元性和流动性最

强的一个群体， 他们从事着各类工作， 有着各种焦虑、 创痛和喜悦， 这些都是非纪录式的类型创作难

以触及到的。
这就将对原因的讨论导向了第二个维度， 即银幕之外的底层观众， 以及他们在影视传播与接受中

的具体身份状态。 这是一个很大的命题， 本文恐难涵盖其一二。 在此仅对 《无名之辈》 个例及相关数

据进行分析， 也希望能对该问题有论据性的佐证和回应。
阶层的形成内在于中国社会历史性的转型过程中。 改革开放以来， 市场经济浪潮冲击了集体经济

的组织结构形式， 也开始将中国带入了商品化、 个体化的社会模式中。 此后， 伴随经济发展和城市化、
现代化进程， 同时出现了贫富差距扩大、 城乡资源分布不均等现实问题， 阶层开始被人们关注并讨论。
２００２ 年，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陆学艺根据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的流动变化， 将全部社会成员重新进行分

层， 根据组织资源、 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情况进行划分， 排在最后的三个阶层依次为： 产业工

人阶层， 农业劳动者阶层， 城市无业、 失业、 半失业者阶层。［８］本次研究中， 对 《无名之辈》 评分最低

的 “下岗、 待业或无业人员” “农民或外来民工”， 部分 “离退休人员”， 即隶属于上述群体。 他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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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的特征是边缘性， 相对于主流人群及其文化、 价值观念， 他们往往隶属于被忽视、 被中心排斥的

部分。 尽管在今天， 商业电影创作已经大范围地纳入了对观众接受的考量， 最大限度地预设着观众的

喜好， 但此处的 “观众” 并非一个普遍性的完整概念， 而是更倾向于 “主流电影观众”。 商业电影先天

对市场和盈利性的适应， 注定了底层、 边缘观众在这一环节的失语或缺席。
进一步而言， 当下的中国社会已基本迈入了商品化时代， 一种在全球资本主义带动下的消费主义

文化裹挟着当前的社会进程。 而在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形态之中， 各阶层之间的阶级差异也更多地由

消费差异所代表。 鲍德里亚就认为， 正是在消费中， 人们获得某种特定的符号认同， 进行消费其实是

在分享共同拥有的编码和语言。［９］例如， 服饰、 食品、 车辆等消费品的特定选择， 实质上也是各阶层间

借以靠拢和汇聚的手段， 用以更清晰地标记出群体边界， 使各自的范围下沉并固定。 电影， 作为当代

最主要的文化消费品之一， 尽管具有大众性， 却也同样体现出某种符号认同的属性。 性别、 教育水平、
地域分布等指标的差异， 在电影观影的偏好上有显著的体现； 而根据最新的调查结果， ２０１８ 年， ２５ 岁

以下观影用户持续增长， 占比已接近四成。［１０］ 《２０１８ 中国热门影视社会观察报告》 也发现， 类似于

《我不是药神》 《无名之辈》 这类触及现实问题的高质量影片， 其所抵达的主要受众， 来自于高学历、
高薪的年轻男性观众，［６］这些影片， 成为特定观众群之间共享、 交流进而互促理解的文化商品。 在中国

电影的商业转型期， 这无疑会使得电影的内容和宣发更加向年轻化、 知识化、 互联网化发展。 而出于

对主流观影群体的迎合与争取， 电影创作在主题、 风格及审美品味等方面， 会更加向高知、 高薪、 年

轻的观众靠拢。 银幕上的底层或边缘， 亦可能是某种从中产阶级趣味和价值体系出发的想象性建构，
离真实的底层尚且遥远。 另外， 对于边缘性的底层观众而言， 看电影未必是其文化生活的常态， 反而

更类似于充当偶然的休闲放松或精神享受。 在这样的前提下， 他们是否会选择现实主义的、 严肃且带

有悲情意味的作品， 就成为了一个悬而未决且很大可能会以否定答案作结的问题。
另一种可能的解释则相对单纯。 随着互联网的强势崛起， 社交平台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以虚

幻的方式揭开了阶层之间的薄纱， 似乎民主地给予每个人平等的发声机会。 但从本质上来看， 互联网

的开放、 共享和信息繁荣， 不过是以绝对的透明再度宣告着阶层间绝对的鸿沟与区隔。 随着网络的发

展， 越来越多的底层群体开始 “看见” 自身的真实生活， 也观看到更多愈加繁华绚烂、 触不可及的物

质景观， 这种日常观看累积着想象同现实间的落差， 使他们对自身的现实处境逐渐清醒， 也逐渐击碎

着其对 “更好的生活” 的憧憬。 《无名之辈》 所展示的现实性， 那种 “城市太大了， 找不到方向” 的

困顿和不堪， 与其说未被底层观众明了， 莫若说因过分被明了而被强烈拒斥。 亦如霍尔所提出的， 底

层观众在与之相遇时， 采取了确凿无疑的 “对抗解读”， 以 “不喜欢” 来抗拒文本加诸于他们身上的沉

重的命名。 毕竟， 眼镜、 大头、 真真由农村进入城市时所产生的身份焦虑和尊严失落， 是当前现实中

千千万万 “无名之辈” 们长期性的共同体验。 当他们置身于漆黑的电影院时， 较之此种沉重， 也许更

期待银幕世界上演一场粉红色的幻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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